


中国环境规制有效性检验——基于技术创新的中介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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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绿色技术创新是改善我国环境绩效的重要手段。分析环境规制对环境绩效的影响，选择我国各区域单位生产总值（GDP）的用电量、废水排放量和废气排放量等环境绩效指标，采用半参数估计、面板模型和面板分位数回归模型分析我国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研究结果表明：我国环境规制通过绿色技术创新有效提高环境绩效，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是环境绩效提高的主要手段；但不同区域存在差异，技术创新对东部降低单位GDP用电量的效果好于西部，对青海、内蒙古、海南等省份降低污水排放的作用最大，对海南、青海和广西等省份减少废气排放具有更显著的正面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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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Green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is an important means to improve China's 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 In order to analyse the impact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on 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 in China, this paper selects regional electricity consumption, waste water discharge and waste gas emission per unit of GDP as 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 indicators, uses semi-parametric estimation, panel model and panel quantile regression model to analyse the efficiency of green technology innovation in China. The results show that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in China is effectively improved through green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enterprise green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is the main means to improve 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 however, there are differences in different regions, the effect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on reducing power consumption per unit of GDP in the East is better than that in the Western, and it has the largest effect on reducing sewage discharge in Qinghai, Inner Mongolia, Hainan and other regions, and has a more significant positive effect on reducing SO2 emission in Hainan, Qinghai and Guangx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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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绩效是指在生产和生活过程中为保护环境，经过努力所取得的结果。环境绩效是一国经济潜在可持续发展与产业的增长潜力[1]。现代经济增长中资源消耗和废物排放引起的环境绩效恶化一直困扰着社会，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制约因素，也是社会关注的焦点[2]。衡量环境绩效的指标多使用释放到环境中的特定有害物质[3]，而企业污染排放水平是影响环境绩效的重要因素[4]。为了获得良好的环境绩效，企业需要重新设计生产流程，使用清洁能源和新技术，并将浪费的资源减至最少或加以充分利用[5]。所以，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是环境绩效改善的重要手段。
1  文献综述
生态环境问题具有很强的负外部性，企业如不为环境破坏行为负责就会加剧环境恶化，所以需要政府通过环境规制约束企业对环境的负面影响，采取更具预防性的规制政策[6]。另外，企业很难掌握足够的环境创新技术信息，而政府在获取相关信息方面具有天然优势，因此政府应积极提供企业在环境相关技术创新和技术引进过程中所需的信息。在解决环境问题时，政府应设计适当的机制，利用市场力量引导企业实施环境保护策略，同时最大化社会利益。一方面，环境规制影响企业投资方向与人力资本管理[7-8]；另一方面，环境规制对企业绩效也有重要影响[9]。有研究指出，环境规制增加了企业的成本，降低了企业生产效率及盈利能力[10-11]；Panda等[12]指出严厉的环境监管将降低企业的整体研发水平。但也有研究认为环境规制对企业绩效有促进作用，如Porter等[13-14]曾提出适当的环境法规可以刺激技术创新，使企业获得市场竞争优势；Porter等[15]认为环境与企业竞争力之间的冲突是一种错误的二分法，严格的环境规制可以通过创新和技术升级提升企业的竞争优势。由此可知，环境规制虽会导致企业短期成本增加，但从长远来看，由于污染控制采取的是创新形式，而非简单的安装末端控制设备，因此可以提高生产效率，增强企业竞争力、促进经济增长[16]。
人们的经济社会活动对环境的影响取决于技术创新和消费模式[17]。知识和技术创新已成为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核心手段，必须依靠技术创新提高资源和能源利用效率、减少废物排放。环境规制的本质是鼓励企业使用或开发绿色生态的新生产方法和工艺，故绿色技术创新才是企业应对环境问题的根本手段，构建绿色技术创新体系是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根本途径[18-20]。企业技术创新大多以经济效益为目标，但随着全球工业化发展带来的环境问题，可持续、绿色发展已成为全球经济发展的基本要求，企业应把产品创新和工艺创新中的生态问题作为重要考量因素。基于创新对环境绩效的积极作用，学者提出了环境创新、绿色创新、生态创新、可持续创新等概念[21-23]。Fussler[24]和Schiederig等[25]提出了“生态创新”的概念，强调在产品和工艺创新中减少对环境的影响。Chen等[26]和Rekik等[27]提出绿色创新理念，即在技术创新中突出节能、减排、循环利用的特点，通过减少资源利用和能源消耗，最终实现经济效益，符合企业的经济目标。绿色创新结合了创新驱动与绿色发展，已成为突破资源环境约束、促进可持续发展的有效手段。绿色创新是指在生产过程中减少资源消耗和污染排放的过程或产品创新[28]。Shin等[29]和Fu等[30]认为创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主要是降低资源和能源消耗成本，减少对环境的负面影响并改善工作条件。Schultze等[31]和Wintjes[32]认为当代创新目标包括气候和健康问题等社会影响。Kusz[33]在传统线性技术创新模型的基础上，提出了将环境原理融入到创新过程的各个阶段的绿色技术创新过程模型。
绿色技术创新是我国绿色发展的重要支撑。Forster[34]指出绿色技术创新是可持续发展关键。Jefferson等[35]发现我国在绿色技术创新上投入的收益要比固定资产投资的收益高3至4倍。严格的环境规制能够刺激企业加大工艺创新和产品创新投入，从而提高企业的产品竞争力与经营绩效，最终赢得市场认可[36-37]。实施环境政策不仅有助于增加国内产出和创造就业机会，而且还可以将环境技术出口到可能采取类似政策的其他国家[38]。虽然绿色创新的正外部性有利于减少废物排放，但短期内会增加企业成本，实证研究认为，基于可持续发展的创新并不一定会导致市场份额的扩大[39]；此外，生态创新所产生的正外部性与企业竞争力呈负相关[40]。因此，企业自主进行绿色技术创新的主动性不高。实证研究表明由于对绿色技术创新的消极态度导致绿色技术的供给与需求不平衡[41]。由于大多数企业的创新投资意愿相对较低，需要政府的环境规制以促使企业进行绿色技术创新 [38]；但技术创新具有高风险、不确定性的特点，而公共投资是弥补市场失灵和促进知识溢出的必要手段，因此为了克服市场失灵，需要政府对研发的支持[42]。许多学者研究了环境政策与创新之间的联系，但得到的结论并不一致[43-45]，一些学者利用研发支出调查了技术创新与环境质量之间的关系，有结论得出研发支出导致污染排放减少[46-48]，另一些结论发现创新并不能减少排放[49]。
综上所述，政府的环境规制必须通过提高企业技术创新投入以提高环境绩效，否则政府的环境规制将缺乏坚实的基础。然而，由于企业的短期行为和创新的外部性，企业创新并不一定以生态环境绩效为目标。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制造业国家，工业份额高、能源开发多，消耗高、废物排放大，对生态环境影响很大。研究企业技术创新对环境规制的生态效应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研究旨在通过技术创新的中介效应研究环境规制对环境绩效的影响，采用半参数回归、面板回归和分位数回归的方法考察我国环境规制的有效性和创新的中介效应。
2   研究设计
2006年我国颁布《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以来，我国技术创新投入和产出大幅增加，创新驱动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技术创新对促进生产设备、生产方式和工艺创新，降低能源消耗和废物排放具有重要作用。本研究以我国31个省份（港澳台地区因统计口径差异没有列入）每亿元生产总值（GDP）的电力消耗为节能指标，每亿元GDP排放的SO2和废水作为减排指标，分析2006年以来我国生态环境绩效变化趋势。
如图1所示，2006～2017年间，由于清洁能源替代，每亿元GDP的用电量下降了12.6%，每亿GDP的废水和SO2排放量分别下降了42.6%和82.3%，表明我国在水循环利用、废水利用技术和清洁能源替代等方面采取的措施对促进生态优化发挥了有效作用。总体来看，我国生态环境绩效呈现逐年向好态势。
图1改正： 线段示例中，“106”与“k”之间空1/4个字符的空格；“104”与“t”之间空1/4个字符的空格；“二氧化硫”改为“SO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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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我国每亿元GDP用电量和排污量

2.1  主要变量
主要变量和指标如表所示。
（1）环境绩效必须通过技术创新来实现，技术创新的新生产方式通过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减少投入、增加产出可以获得更高的效益，减少资源消耗和废物排放，因此，提高生态环境绩效必须以技术创新为基础。能源消耗和废物排放是衡量环境绩效的主要指标，西方学者的研究中多用电力消耗、废水和SO2排放量作为环境绩效指标。
（2）环境规制主要体现在一系列政策上，但难以量化。环境监管强度的衡量主要基于环境政策、污染治理成本、污染物排放密度及其他相关综合指标[50-53]。Claire等[54]认为衡量政策存在许多障碍，目前环境规制使用的所有措施都有其缺点。Walz等[55]以可再生能源占总发电量的比重作为监管力度的指标。Hille等[56]用政策期限来衡量调控力度。Jaffe[57]以环境规制成本为变量计算环境规制强度。污染治理成本是衡量政府环境规制主动性的重要指标，污染治理成本可以量化和比较，因此本研究将污染治理成本作为衡量环境规制的一个重要变量。
（3）技术创新用创新投入和产出来衡量。已有研究中，衡量创新投入指标主要选取R&D支出和科研人员数量（R&D人员全时当量），产出指标选取专利和新产品数量。在大多数情况下，R&D资金与R&D人员全时当量存在线性相关关系，R&D资金与R&D人员全时当量之间的共线性导致回归不准确。本研究认为，将R&D资金作为衡量创新投资的单一指标可以有效避免回归结果的不一致性或无效性。R&D支出主要有两类：内部支出和外部支出；根据资金来源和支出对象，内、外部支出又分别细分为四部分。
表1  环境规制有效性评价指标
	变量
	指标
	单位

	环境规制
	污染治理投入（PA）
	亿元

	R&D内部支出（INR）
	政府资金（IGOV）
	亿元

	
	企业资金（IENT）
	亿元

	
	外国资金（IGOR）
	亿元

	
	其他（IEL）
	亿元

	R&D外部支出（EXR）
	对内研发机构支出（ERES）
	亿元

	
	对高校支出（EHI）
	亿元

	
	对企业支出（EEN）
	亿元

	
	对外国研发机构支出（EFRE）
	亿元

	能源消费
	电力消费（P）
	106 2kW·h

	废物排放
	废水（WW）
	104 t

	
	废气（SO2）（WS）
	t



2.2   数据来源与处理
污染治理成本、耗电量、废弃物排放等变量数据来自2007～2018年的《中国统计年鉴》，R&D经费的内外部支出来自2007～2018年的《中国科技统计年鉴》。由于2011年以来《中国科技统计年鉴》的R&D支出统计口径发生了较大变化，因此数据研究期间为2011～2017年。采用生产价格指数（PPI）对污染治理成本进行平减，考虑到R&D支出主要包括日常支出和资产支出，分别取PPI和消费者物价指数（CPI）各占50%计算平减指数，并以2011年的价格作为不变价格。在R&D资金的处理上，一些研究是按照永续盘存法计算R&D资本存量作为创新投入指标[58-59]；但有些研究并没有采用可持续库存法，因为R&D支出主要用于日常支出和其他支出，其中R&D支出用于购买固定资产的比例相对较低，仅占R&D总支出的10%左右[60]。本研究直接采用R&D支出的平减数据进行计算。
2.3   环境规制对环境绩效的总体影响
根据环境规制理论，环境政策可以有效解决绿色技术创新中的市场失灵问题[61]，但对于环境监管效果存在一些争议，有观点认为环境规制对环境绩效有积极影响，但也有观点认为环境规制对环境绩效存在消极影响[9，62]。由于目前尚不清楚环境规制对环境绩效的影响如何，本研究采用半参数估计方法对此进行验证，模型如下：
                        yi= g (zi) + x’i +i                                  （1）
式（1）中：yi是废物排放量，分别以电力消耗、废水排放和SO2排放为衡量指标的地区节能减排环境绩效，所以有3个模型，i代表地区；g (zi)是一个非参数未知函数，zi代表主变量环境规制强度，本研究以区域污染治理成本（PA）为主要指标；x’i是一个线性函数，考虑到第二产业在经济中的比重（IS）影响到能源消耗和人均GDP污水排放量，x’i的衡量指标主要包括IS,是影响系数；i是扰动项，假定其平均值独立于x’i和zi，即E（i｜x’i，zi）=0。
考虑到数据的异方差性和非平稳性，将yi 和PA取对数形式，模型如下：
  lnyit= g (zi)+ ISit+i                              （2）
式（2）中：t代表年份；代表影响系数；ISit代表i地区t年第二产业在经济中的比重；其他参数含义同式（1）。
本研究对g(zi)非参数核回归估计采用了Robinson差分估计方法。首先，在方程g (zi)的两边采用条件期望，模型如下：
“E”改为斜体；“εi”和“zi”全部改为斜体且“i”改为下标。

E(yi|zi)=E(xi| z i )’ +g(z i)+              （3）
然后根据迭代期望定律，用式（3）减去式（1），并对差分方程进行最小二乘估计，最后得到g (zi)的非参数估计。计算方法如下：




(zi)=（yi｜zi）− （xi| zi) ’             （4）
根据式（4）得到的估算结果如表2所示，其中ER代表以污染治理成本为变量的环境规制。从表2可知，环境规制对降低用电量的影响最大，在1%显著性水平下达到−0.251，对减少SO2排放的影响最小，在1%显著性水平下达到−0.106；IS增加对用电量影响不大，但大大增加了废水排放量，也能使SO2的排放量减少，因为IS增长意味工业质量将更高，废气排放将被严格控制，从而有效地减少废气排放。
表2  环境规制有效性的线性参数回归与半参数回归分析
	变量
	电力消费
	废水排放
	SO2排放

	
	参数
	半参数
	参数
	半参数
	参数
	半参数

	ER
	−0.251***
(−3.64)
	
	−0.141**
(−2.17)
	
	−0.106***
(−3.44)
	

	IS
	0.536***
(4.06)
	0.420***
(3.83)
	1.653***
(2.72)
	1.485***
(2.50)
	−0.451
(−1.40)
	−0.448
(−1.39)

	常数项
	2.200***
(18.10)
	
	2.145***
(8.05)
	
	3.133***
(25.36)
	

	F
	9.20
	
	4.39
	
	11.97
	

	R2
	0.78
	
	0.36
	
	0.60
	


注：1）括号内为T值；2）***代表P<0.01，**代表P <0.05，*代表P <0.10。下同。

环境规制对环境绩效影响的半参数核回归结果如图2所示，表明环境规制对用电量存在门槛效应，达到阈值后节电效应更为显著；对废水排放的影响一直存在积极效应，即环境规制可以减少废水排放，但随着环境规制强度的增加，废水排放量下降变缓慢；在SO2排放中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随着管制强度的增加，SO2排放量的下降速度减缓得很慢，总体上保持了稳定的水平。







图2改正：纵坐标标目中的“WS”“WW”和横坐标标目中的“PA”改为正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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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环境规制对电力消费影响        （b) 环境规制对SO2排放影响            (c）环境规制对废水排放影响
图2  环境规制有效性的半参数核回归分析

2.4   中介效应模型设计
由于企业的信息不对称和机会主义行为，单纯依靠市场机制难以有效解决环境污染问题，目前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通过制定环境标准或严格的环境法规来提高环境绩效。如果政府的环境规制会在微观层面上促进技术创新，企业对政府政策的反应就会体现在绿色技术创新上，而绿色技术创新导致环境绩效的提高，因此，企业的技术创新就会对环境绩效产生中介作用。Garcia[5]的研究表明，绿色创新是绿色文化与环境绩效关系的中介变量。本研究旨在通过技术创新的中介效应检验环境规制的有效性，在文献分析的基础上，建立基本模型如下：
EPit=0+1ERit+2ISit+                   （5）
式（5）中：EPit代表i地区t年的环境绩效，衡量环境规制对生态环境改善的影响，包括用电量、SO2排放量和废水排放量；代表误差项；其他参数含义同上。
参考Baron等[63]研究中的中介效应模型设计，本研究采用逐步回归的方法。第一步以企业内部R&D支出和外部R&D支出为因变量，以污染治理成本为自变量，检验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影响。模型分别如下：
             Lninrit=0+1LnPAit+2 ISit+                               （6）
          LneXRit=0+1LnPAit+2 ISit +                （7）
式（6）（7）中：0、1、2分别代表影响系数；其他参数含义同上。
第二步以环境绩效为因变量，以R&D内部支出和外部支出为自变量，检验技术创新对环境绩效的影响。模型设计如下：
 EPit=0+1 LnINRit+2LnEXRit+3ISit +               （8）
式（8）中：0、1 、2、3分别代表影响系数；其他参数含义同上。
如果环境法规通过影响技术创新来影响环境绩效，则1、 1、 1、 2的系数应是显著的，并且如果1、 1、 1、 2和1的符号相同，则环境规制通过影响技术创新对环境绩效的中介作用是11和12；如果1、 1、 1、 2和1的符号不一致，则环境规制具有通过企业R&D内部支出和外部支出的间接影响形成对环境绩效的遮掩效应。
此外，为了检验企业内外部R&D支出对环境绩效的调节作用是否完全，即控制企业内外部R&D支出对环境绩效的间接影响，本研究建立如下模型来验证环境规制对环境绩效的影响是否显著：
   Ln EPit =0+1 LnINR it + 2LnEXRit +3LnPA it +4ISit +      （9）
式（9）中：0、1 、2、3、4分别代表影响系数；其他参数含义同上。
如果环境规制使企业重视环境绩效，环境规制对环境绩效存在直接影响，那么3应该是显著的。如果环境规制对内外部R&D支出都有间接影响，则1与2应通过显著性检验。当控制技术创新对环境绩效的间接影响时，间接影响为11和21。如果环境规制对环境绩效的影响仅仅体现在技术创新的间接效应上，那么1和2显著、3不显著，说明技术创新是一种完全的中介效应。本研究采用Stata 15.0和EViews 8.1软件进行回归测试。
3   实证结果
本文在进行回归分析时，首先基于2进行Hausman检验，结果表明所有模型均适用于个体固定效应模型。其中参数的负值表明环境规制对节能减排有积极作用；反之，则有消极作用。
从表3可见，所有的系数都是负值，表明我国环境规制对降低电力消耗、废水排放和废气排放具有积极作用，能够很好地改善环境绩效。其中，环境规制对电力消耗的影响效应最大，对SO2排放的影响最小，这与上文的半参数估计结果一致；第二产业在GDP中所占比重对环境绩效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对用电量的影响较小，但其增加可以减少废气的排放。
表3  2011～2017年我国环境规制对环境绩效的总体影响
	变量
	电力消费
	废水排放
	SO2排放

	常数
	2.296***（20.625）
	1.832***(12.440)
	3.377***（2.931）

	LnPA
	−0.213***（−8.201）
	−0.164***(−3.290)
	−0.128**（−2.045）

	IS
	0.531**（2.185）
	2.286***(7.110)
	−0.409***（−11.775）

	R2
	0.966
	0.790
	0.860

	F
	165.06
	20.97
	35.23

	Chi-Sq. statistic
	23.044
	5.870
	7.671



从表4可见，各系数均为正值，说明我国环境规制对企业技术创新投入具有正向影响，但在R&D内、外部支出方面的影响是完全不同的：加大环境规制力度可以显著增加企业的内部R&D支出，当环境规制强度增加1%时，企业内部R&D支出将增加0.974，研发支出总额增加0.962，且在1%显著水平；环境规制对企业外部R&D支出的影响小于企业内部R&D支出，影响系数为0.801，且不显著。我国企业技术创新支出的主要形式是内部R&D支出，占R&D支出总额的95%，对外R&D支出仅占R&D总支出的5%左右，不是衡量技术创新的主要指标。因此从总体上看，我国环境规制对企业技术创新具有较大影响。
表4  2011～2017年我国环境规制对创新投入的影响
	             变量
	C
	LnPA
	IS
	R2
	F
	Chi-Sq. Statistic

	
	LnINR
	4.512***
(10.47)
	0.974***
(10.30)
	−3.811***
(−3.58)
	0.356
	53.25
	25.893

	
	LnEXR
	2.552***
(5.76)
	0.801
(8.23)
	−5.037***
(−4.60)
	0.266
	34.89
	20.234

	
	Ln(INR+EXR)
	4.617***
(10.76)
	0.962***
（10.20）
	−3.877***
（−3.65）
	0.351
	52.13
	22.870



从表5可见，大多数系数为负值，说明我国的技术创新对电力消耗、废水和废气排放的影响是积极的。从内部R&D支出来源看，政府资金和企业自筹资金的作用最为突出；外部R&D支出对环境绩效的影响相对较弱，只有内资企业的外部R&D支出对环境绩效有显著影响，其他R&D资金支出的影响不显著，表明与内资企业的外部R&D合作可以通过借鉴其他企业的生产方式或协同创新来达到提高环境绩效的目的。对于电力消费而言，R&D内外部支出的系数均为负值，说明R&D可以降低电力消费，但内部R&D支出的效果远高于外部R&D支出，并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从创新支出分类看，企业自筹R&D资金的作用最为明显，政府R&D资金的作用相对较弱但不显著。在废水排放方面，主要还是企业筹集的R&D经费影响显著，其中政府R&D资金在总体上加强了对废水排放的限制，企业R&D支出提高了技术装备水平、加强废水循环使用的同时，企业合作创新的外部支出对降低废水排放有显著作用。对于SO2排放量，政府和企业R&D支出系数均在1%显著水平。总的来说，政府投入的R&D资金和企业筹集的R&D资金是提高环境绩效的主要因素，表明政府在投入R&D资金时更加注重环境绩效，发挥了积极作用；企业自筹R&D资金是提高环境绩效的最重要因素；此外，协同创新和与其他企业合作可以提高环境绩效。
表5  2011～2017年我国技术创新对生态环境的影响
	变量
	LnP
	LnWW
	LnSO2

	
	各列分别对应什么检验指标？
	各列分别对应什么检验指标？
	各列分别对应什么检验指标？

	C
	3.520***
(23.45)
	3.319*** 
(23.21)
	5.340***
(35.69)
	4.827***
(32.21)
	12.860***
(22.44)
	10.538***
(18.19)

	LnINR
	−0.177***
(−5.38)
	
	−0.501***
(−15.21)
	
	−1.659***
(−13.16)
	

	LnIGOV
	
	−0.043
(−0.96)
	
	−0.129***
(−2.78)
	
	−0.604***
(−3.35)

	LnIENT
	
	−0.131***
(−3.20)
	
	−0.330***
(−7.69)
	
	−0.925***
(−5.57)

	LnIFOR
	
	−0.009**
(−1.98)
	
	0.013***
(2.39)
	
	0.008
(0.43)

	LnIEL
	
	0.029
(1.59)
	
	−0.001
(−0.05)
	
	−0.076
(−1.02)

	LnEXR
	−0.035
(−1.55)
	
	−0.012
(−0.57)
	
	−0.235***
(−2.71)
	

	LnERES
	
	−0.023
(−1.31)
	
	−0.011
(−0.58)
	
	0.053
(0.74)

	LnEHI
	
	−0.005(−0.26)
	
	0.004(0.23)
	
	−0.039(−0.49)

	LnEEN
	
	−0.039***
(−4.50)
	
	−0.027***
(−2.87)
	
	−0.153***
(−4.25)

	LnEFRE
	
	0.027（t值呢？）
	
	0.014***(−2.86)
	
	0.013(0.57)

	F
	221.85
	226.70
	56.87
	53.01
	61.02
	55.63

	R2
	0.97
	0.98
	0.91
	0.92
	0.91
	0.92

	Chi-Sq. Statisti
	2.74
	15.58
	126.45
	101.20
	122.46
	128.72



从表6可见，加入企业技术创新变量后，政府环境规制的生态效应与技术创新生态效应系数的符号不一致，且在1%水平上不显著。其中，企业R&D支出的内部支出系数均处于1%显著水平，外部支出仅对SO2排放在1%达到显著水平，对其他无效。这表明我国环境规制对改善环境绩效有显著影响，但这种影响主要是通过企业技术创新的中介作用实现的，揭示了我国创新驱动战略的实施在产业升级和环境绩效改善方面发挥了较好的作用。政府环境规制强度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企业在技术改造和升级中投入更多资源，最终通过产品和工艺创新提高环境绩效。
表6  2011～2017年我国技术创新对环境绩效的中介效应
	变量
	LnP
	LnWW
	LnSO2

	C
	3.522***(23.38)
	5.333***(35.73)
	12.870***(22.39)

	LnPA
	0.004(0.30)
	−0.019（−1.44）
	0.022(0.44)

	LnINR
	−0.181***(5.25)
	−0.488***(−14.29)
	−1.675***(−12.75)

	LnEXR
	−0.034(−1.46)
	−0.019(−0.84)
	−0.228***(−2.57)

	F
	213.29
	55.40
	58.71

	R2
	0.97
	0.91
	0.91

	Chi-Sq. Statisti
	10.99
	123.74
	155.32



4   环境规制的规模效应与区域差异
4.1   环境规制的规模效应
我国各地区在GDP、人口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不同地区的环境规制和创新投资力度也存在较大差异。Schumpter[64]假设认为企业规模与技术创新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Chen[65]用面板分位数回归检验环境质量与技术创新的关系，发现更高的经济增长会导致开发更清洁和更先进技术方面的更大投资。为了分析不同环境规制强度对环境绩效的影响，本研究采用面板分位数回归方法对环境规制强度的差异影响进行了检验[66]。具体模型如下：
 Quant(EP|PA)=PAit                                 （10）
式（10）中，是要估计的分位数系数。
如图3所示，环境规制强度的不断加大对降低用电量的作用越来越大，且用电量呈现出持续下降的趋势。也就是说，环境规制强度越大，其对用电量下降的影响就越大。但只有当环境规制系数在0.4个分位数时变为负值，才能促进单位GDP用电量降低，即存在环境规制的门槛效应[67-68]，系数在0.9个分位数处达到最低值，但95%的置信区间变宽，估计系数的标准误差较大；而IS系数在0.6个分位处急剧上升，表明单位GDP用电量显著增加。结果表明，第二产业是我国电力消费的主要原因。
图3改正：横坐标轴上的小数，补小数点前面的“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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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截距项的分位数回归结果      （b) 环境规制的分位数回归结果      (c）工业占比的分位数回归结果
图3  2011～2017年我国环境规制对电力消费的影响

从图4可以看出，环境规制总体上对减少废水排放有一个曲折的下降趋势，在0.3分位数开始稳步下降，但下降速度慢于用电量下降，在0.8分位数达到最低点；但所有系数都小于0，这意味着没有门槛效应。IS系数也在增加，这意味着当第二产业份额增加时，单位GDP的废水排放量也会增加。




图4改正：1.纵坐标标目中的“IS”“PA”改为正体。2.横坐标轴上的小数，补小数点前面的“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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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截距项的分位数回归结果        （b) 环境规制的分位数回归结果         (c）工业占比的分位数回归结果
图4  2011～2017年我国环境规制对废水排放的影响

如图5所示，环境规制对SO2排放量的分位数回归系数小于0，表明环境规制可以减少SO2排放且不存在门槛效应，但环境规制强度的增加导致SO2减排的边际效应减少。工业份额的增加可以减少SO2的排放，表明存在规模效应，第二产业占比越高，产业集聚区的环境治理就越规范，可以采用更先进的集成设备。
图5改正：1.纵坐标标目中的“IS”“PA”改为正体。2.横坐标轴上的小数，补小数点前面的“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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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截距项的分位数回归结果      （b) 环境规制的分位数回归结果         (c）工业占比的分位数回归结果
图5  2011～2017年我国环境规制对SO2排放的影响

4.2   环境规制效果的区域差异
虽然本研究的上述实证分析表明2011～2017年间我国技术创新对环境绩效具有积极作用，但由于经济发展和经济结构的异质性，各地区技术创新的生态效应具有不同的特征。本研究构建的所有模型都适用于个体固定效应模型，固定效应反映了对环境绩效的不同影响，其中高值表示效果差，低值表示效果好。以下根据模型估计中的固定效应系数，分析区域间的差异。
从固定效应看，东部1）的技术创新对降低用电量的效果好于西部。其中，四川的单位GDP电力消费处于中等水平；吉林、海南、湖南、天津和黑龙江的技术创新对电力消费的贡献最大，新疆、青海和宁夏的技术创新对电力消费的影响最小，主要原因是吉林、海南等省份的GDP大多不以第二产业为主，其第一、三产业的人均GDP用电量较低，而新疆等省份的电力供应丰富，但由于工业基础薄弱，加工制造业尚处于起步阶段，高新技术产业比重较低，创新投入处于较低水平，因此其技术创新对降低用电量的作用并不显著。
技术创新对青海、内蒙古、海南等省份降低污水排放的作用最大，而对浙江、江苏、广东和江西的作用最低，总体特征是东南沿海地区技术创新对减少污水排放的作用弱于中西部地区。主要原因：一是东南沿海地区水资源丰富，污水回用驱动力低；二是东南沿海地区的第二产业占比较大，废水总量较高。总的来说，减少污水排放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更新技术、投资和设备，技术创新对减少废水排放的作用在短期内不明显。
技术创新在海南、青海和广西等省份在减少SO2排放方面具有显著的正面效应，在广东、陕西、江苏和山东等省份的影响最低，在安徽是处于中位数。总体分布不规律，主要与各地产业和产业水平有关。在发达的东南地区，技术创新对SO2排放的影响较小，表明工业企业没有将废气排放控制列为技术创新的重要对象，而追求GDP和弱化生态环境保护的问题依然严重。
5   结论与建议
5.1   研究结论
总的来说，我国的环境规制通过企业技术创新对生态环境绩效起着积极的作用，技术创新在环境规制中起着完全中介作用，但不同来源、不同R&D支出在环境绩效中的作用却有很大差异。
首先，从技术创新的内部支出来看，政府资金对环境绩效的影响是显著的。政府的R&D资金在节能减排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有效降低了用电量和废物排放水平，这说明政府在环境治理过程中非常重视环境绩效，政策效应在创新中表现突出；企业自筹的R&D资金在生态环境保护方面具有较强的积极作用，边际贡献最大，已成为企业提高环境绩效的主要影响因素，这表明政府环境规制政策对企业经营决策起到了积极作用，企业把生态环境绩效作为创新的重要方向。而其他来源的R&D资金并没有显著改善环境绩效。
其次，从外部R&D支出的角度来看，只有对国内企业的R&D支出能够提高企业的环境绩效，而大多数其他R&D支出对环境绩效没有影响。由此可见，对外合作的主要目的是解决企业产品技术和制造技术的瓶颈，是企业短期的权宜之计，合作方不重视生态问题，这说明全社会尚未完全形成保护生态环境的整体意识和浓厚氛围。
第三，根据分位数回归结果，环境规制对降低用电量和废水排放的作用越来越大。随着环境规制力度的加大，其边际效应也在增大；此外，环境规制对降低电力消耗也具有门槛效应，只有在0.4分位数时才能降低每亿元GDP的电力消耗。
最后，从技术创新对环境绩效影响的区域差异来看，多数省份仍处于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上的资源利用模式，尚未真正形成重视生态环境保护的总体格局，创新的生态效应不是特别显著，资源利用粗放。
5.2   对策建议
我国在加快生态文明建设、绿色发展的进程中，必须加强技术创新在生态环境建设中的积极作用，充分发挥政府和企业的协同作用，增强社会对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性认识。
首先，在提高科技创新的规划性、系统性和复杂性的背景下，除了研发政策外，还应加强政府在创新中的主导作用，制定更多的促进企业技术创新的政策。加大政府创新资金投入，强化政府研发资金对环境保护的引导作用，通过公益项目提高生态环境保护投入，通过生态创新的正外部性优化环境绩效。
其次，要把企业作为生态环境保护的主体，充分确立企业技术创新的主体地位，提高企业技术创新和基础研究投入。对于生态创新较好的企业，政府应该给予其更多的税收优惠、创新项目和资金支持。
第三，在技术创新过程中强调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性。不仅要提高企业的技术能力和生产效率，而且要把循环经济和环境保护作为衡量创新绩效的重要方面，对在生态环境创新中作出突出贡献的企业要给予适当的奖励，在全社会形成鼓励生态创新的氛围。
第四，第二产业比重是影响环境绩效的主要因素，要加快第二产业优化升级，减少对传统资源的依赖。由于我国许多企业仍然把资源禀赋作为经济发展的主攻方向，造成创新动力薄弱、生态环境建设滞后。因此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要提高资源消耗型企业的经营成本，迫使企业转型，实现创新驱动。

注释：
1）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我国四大经济区分别是：东北（3省份）：辽宁省、吉林省、黑龙江省；东部（11省份）：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福建省、山东省、广东省、海南省、台湾省；中部（6省份）：山西省、安徽省、江西省、河南省、湖北省、湖南省；西部（12省份）：内蒙古自治区、广西壮族自治区、重庆市、四川省、贵州省、云南省、西藏自治区、陕西省、甘肃省、青海省、宁夏回族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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